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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排佛與崇佛芻議 

 

 

 

摘  要 

 

北宋特殊的內外政治形勢以及社會結構重大調整使得「士大夫」群體脫穎而

出，在「文治」的政治文化脈絡下，本文主要考察北宋士大夫與佛教的往來、對

佛教的認知，併根據文獻記載考察其崇佛與反佛並存的行為模式的內在聯繫。本

文重點分析在宋代「士大夫」之「一身二任」的政治角色下，佛教對他們的影響

以及其接受佛教皆呈現多元特色，此深植於特定的時代之中，也貫穿在每一個士

大夫的生命歷程。一方面我們看到北宋與佛教的密切關係，在士大夫角色扮演中

其抱持崇佛與反佛的共存的態度，另一方面，「政統」與「道統」：士大夫與佛

教的互動體現了政統與道統的雙面性：佛教成就了士大夫的人格追求和政治理想

的樹立，而在「道統與政統之間」，士大夫實現其抱負和追求又不得不對佛教保

持冷峻的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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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綜觀中國二十五史，若以王朝更替作為考察，中國整個兩千多年的歷史可以

大致以宋代為分界點而被分為前後兩期，其第二個千年則呈現出與前者截然不同

的特點，亦即宋代之後「一治一亂」的歷史旋律開始被打破，宋元明清再沒有發

生大的分裂，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不斷被強化。在這一正史的脈絡下，宋代因其政

治、經濟、文化所呈現出的鮮明特色而成為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因此歷來頗受

學者們關注。一方面因為其特殊的內外政治形勢以及社會結構重大調整中「士大

夫」群體的崛起，另一方面因唐末以來儒者在「復興」儒學過程中所做得的嘗試

而開啟了新儒學——宋明理學的篇章。而佛教作為宋代文化的重要部分，甚至可

以說佛教對於整個宋代發展而言作為一個文化背景而存在，無疑深刻的影響著宋

代社會的各個方面。 

    關於宋代士大夫與佛學的研究成果頗豐。黃啟江的《北宋佛教史論稿》中專

門從范仲淹的「釋教觀」考察北宋的真宗、仁宗時期儒釋關係，另外一篇是關於

張商英的護法及其意義兩篇是以個案研究切入分別代表了士大夫與佛教互動的兩

個類型，另外有一篇關於宋代譯場裡的潤文官與佛教，士大夫以潤文官這一身分

參與政治生活，對於研究士大夫與佛教的互動關係，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張培峰

的專著《宋代士大夫佛學與文學》認為士大夫無論排佛抑或佞佛，他們都構成了

與佛教的某種關係，宋代的政治經濟條件，文化思想發展與個人經歷等因素都頗

值得研究，作者借助宋代士大夫的文集等史料描述士大夫佛學的真實面貌，其中

指出在佛教與佛學之間，士大夫接觸佛教的層面、佛教信仰所具有的複雜心態。

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在其序文中提出以「道統與政統之間」的視角來為士

大夫定位，頗具有代表性也成為後來學者詮釋士大夫社會定位的基本模式；而後

其詮釋結構也成為知識分子研究的基本模式。余先生回溯到「士」的起源，並分

別論述不同時代「士」所呈現出來的不同特點；另外一本專著《朱熹的歷史世界

──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對朱熹做重點的研究。蔣義斌的《宋代儒釋調

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和《宋儒與佛教》1兩本專著選取宋代儒釋關係這一角度展

開研究士大夫與佛教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從整個歷史發展的脈絡中看，儒釋調和

                                                
1
 分別由 1988 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和 1998 年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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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宋代亦不例外，從宋初的傳統儒者到後期的新儒家，

是儒釋在不同層面上的調和。 

    有學者認為佛教的傳播和發展在宋代所發生的重大變化是由僧團主導的佛教

轉變為在家眾團體主導的佛教。2而隨著唐末中央權力的衰弱使得依附於此的僧團

佛教示弱，自宋代起，中國佛教的「慧命」基本是由居士階層來延續的。3在家居

士群體崛起使佛教的存在狀態發生了轉變：佛教以寺院為組織型態的信仰方式轉

變為講究個體精神的生命哲學與人格完成。而對於北宋士大夫而言，佛教到底意

味著什麼？一種悠閒的生活方式，修養身心的工夫或者是一種思辨性的文字批判？

亦或者是在北宋複雜的政治文化中，佛教與寺院在士大夫以其所佔有的文化資本

換取其在政治系統中的政治資本的過程中起到怎樣的作用？二者只是權力秩序合

法性的工具或者有著更為深刻、複雜的關係？因此在北宋士大夫為主的政治文化

脈絡下，本文主要考察北宋士大夫對佛教的認知、其崇佛與反佛並存的行為模式

的內在聯繫，並重點分析在宋代「士大夫」之「一身二任」的政治角色下，佛教

對他們的影響方式。而這些問題的探討也關係到當今公共知識分子如何在新時代

繼往開來， 

 

二、士大夫與佛教的往來 

（一）北宋士大夫之身分 

    金諍先生認為「兩宋的文官政治是歷代封建王朝中唯一接近孔孟儒家關於君

主政體中選賢與能的『仁政』理想，由此構成中國封建政治之可能具有最合理的

形式」。4北宋以文治國，天下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人生理想成為現實，獲得

知識成為獲得政治權力的必然途徑。而中國的士大夫自漢代以來，畢生追求的是

一個從小我到大我、從內而外的理想體系「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其政治追求的最終目的是追求真理、堅守其君子人格，論

語中記載子路問「君子」於孔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

                                                
2
 張培峰：《宋代士大夫與文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4 月，頁 3。 

3
 孫昌武：《宋代士大夫與文學》序言，此處引用日本學者塚本善隆的觀點。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07 年 4 月。 
4
 金諍：〈文官政治與宋代文化高峰〉，選自《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

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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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堯舜其猶病諸！」5單單自我修養顯然是不夠的，修己以安人為堯舜以將士人

所孜孜以求的君子之道。其弟子曾子認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

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6可見根植於中國文化中的儒者，在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理想體系中則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立絕學，

為萬事開太平」7，甚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獻身精神。可見，縱向與橫向多個層

面上看，中國歷史賦予士大夫政治承擔與文化承擔的一身二任——政統與道統兩

個身分。這一身分也決定了其對待佛教的多重態度。 

（二）北宋士大夫與佛門往來 

    唐末五代以來，地方軍事割據勢力成為國家中的主導，中央政府對國家的權

威一落千丈，韓愈立「道統」，藉反佛以復興儒學為使命，然而這一運動並沒有

扭轉唐代儒學久積示弱的現狀，長期以官方思想型態出現的儒家思想相對於其他

思想型態更容易走向僵化，成為維護既得利益者的特權而使其脫離生活，失去生

命力。儒學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休戚關係保證了儒學居於中國思想文化叢林而不倒，

但也深受來自權力的綁架而失去其思想本身的溫度與光彩。筆者以為，儒學明看

起來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居於正統地位的思想，其實也不過僅保留在上層社會，

因為其與權力獲取有著密切關係併深深影響著士大夫，事實上對於民間的思想空

間而言，儒家始終不是佔據主導地位，釋、道以及民間其他信仰的思想在民間有

著極大市場，民間社會的思想發展並無法全然呈現在歷史書寫中，而是以鮮活的

人神對話、人我交往等的生產、生活實踐方式得以延續發展。也因此而富有生機

活力。而此形勢下作為正統思想的儒學卻難以挽回其隨著政治權力的分崩離析而

喪失其生命力的命運。其憑藉權力所極力維護的禮義忠孝、君臣父子等社會秩序

蕩然無存，「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序，

斯可謂亂世者歟」8，「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9士

大夫「修身安人」的政治理想破滅，或者成為追逐名利而頻繁易主的投機主義者、

或者選擇明哲保身訴諸放浪形骸的歸隱生活。 

    或許儒學的坎坷命運正始於它成為帝王選定的正統思想，因為有其合法地位

而在休養生息、文化恢復中往往成為被忽略的部分。北宋初年，宋太祖大力恢復

                                                
5
 《論語·憲問》42，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 

6
 《論語·泰伯》7，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7
 張載：《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上，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8
 歐陽修：《新五代史》，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9
 歐陽修：《新五代史》，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5 

佛教，建寺度僧、供僧賜紫衣、薦福祝壽「建隆元年。詔以二月十六日聖誕。為

長春節。賜百官宴於相國寺。是日以慶誕。恩詔普度行童八千人」，「置建隆寺。

為死於兵者。薦冥福。又設千僧齋。詔誕聖節。命僧祝壽。」10其次，派遣僧人留

學印度求佛書，「宋史太祖本紀。乾德四年春三月癸未。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

各賜錢三萬游西域」11，並且建設譯經院，廣修大藏經，設置潤文官制度。「詔梵

學僧法進常謹清沼等筆受綴文。光祿卿楊說兵部員外郎張泪潤文。殿直劉素監護。」

12早期只任命朝廷官員擔任潤文，到宋真宗晚年開始任命身居「宰輔」的高官擔任

「譯經使兼潤文」(「譯經潤文使」)的官職，以此顯示佛教譯經的重要性以及譯場

的崇高社會地位。
13
潤文官是從正四品、從三品最後提高到從二品以上，前後擔任

潤文官者有湯悅、張洎、楊礪、朱昂、梁周翰、趙安仁、晁迥、楊億、李維、王

曙、宋綬等人。14以宰相身份任譯經潤文使的先後有丁謂、王欽若、呂夷簡、章得

象、陳執中、龐藉、文彥博、富弼、曾公亮等人。15其中晃迥、楊億、李維、王曙、

文彥博、富弼、曾公亮等人，都與佛教發生過密切的關係。 

    一方面，文人、士大夫以「在家居士」命名。比如張商英號「無盡居士」、

歐陽修「六一居士」、張舜民「浮休居士」、蘇軾號「東坡居士」、李之儀號「姑

溪居士」、秦觀「淮海居士」、陳師道「後山居士」、周邦彥「清真居士」、蘇

過「斜川居士」、米芾「鹿門居士」等等。 

                                                
10

 《(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卷 3，CBETA, X77, no. 1521, p. 25a13-15 // R133, p. 341a6-8 // Z 

2B:6, p. 171a6-8. 
11

 《(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卷 3：(CBETA, X77, no. 1521, p. 25b19-21 // R133, pp. 

341b18-342a02 // Z 2B:6, p. 171b18-2) 
12

 《(古今圖書集成)釋教部彙考》卷 3：(CBETA, X77, no. 1521, p. 27a24-b1 // R133, p. 345a17-18 // Z 

2B:6, p. 173a17-18) 
13
 〈宋史》志一百二十三「職官十」（雜制）「加禮外國，則有國信、接伴、送伴使副；吊祭，大

帥若是；又有翻譯經潤文使，宰相為使，以翰林學士為潤文官。」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14

 黃啟江，〈北宋的譯經潤文官與佛教〉，《北宋佛教史論稿》，頁 74、76。指出在《大中祥符

錄》《景祐新修法寶錄》以及《宋會要編稿》的諸多史料考察任潤文官者十多人，筆者對相關史

料予以核查：《大中祥符法寶錄》中記載太平興國七年七月譯成經三卷「右經三部三卷竝中天竺

梵本所出，沙門常謹、法進筆受兼綴文，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殿直劉素監譯其經······」

(《大中祥符法寶錄》卷三， A111, no. 1493, p. 680b4-10)；卷十記載《曼殊室利菩薩吉祥伽陀》由

「給事中楊礪潤文」（A111, no. 1493, p. 790a6）；卷十一記載《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

王經一部七卷》《護國經》二經由朱昂潤文（A111, no. 1493, p. 812a4-b1）；卷十二、十三中記載

梁周翰潤文多部經典，如《聖觀自在菩薩功德讚一部一卷》《勝軍王所問經一部一卷》等（A111, no. 

1493, pp. 831b11-832a1；）而參知政事趙安仁為《集大乘相論一部二卷》等潤文，同時其與楊億奉

敕編撰大中錄；在《景祐新修法寶錄》序言中，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吏部侍郎㕘知政

事宋綬領使潤文，斷自大中祥符四年以後至景祐丙子續譯未入錄經緫一百六十一卷。（A112, no. 

1494, p. 131a4-b4）部分經典由李維，呂夷簡充譯經使兼潤文，王曙同潤文。 
15

 參考《宋史》、《宋會要輯稿》「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等為宰相職位。《宋

史》卷二百八十三-二百九十一列傳四十二、四十六，四十七，文中諸多人物傳記，中國哲學書電

子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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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他們熱衷釋典，留心釋門，富弼、張方平、文彥博、歐陽修、司

馬光、呂公著、王安石等位居相位的重臣，文壇巨匠：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

無不親近佛教。王安石著《維摩詰經注》三卷、《楞嚴經解》十卷、《華嚴經解》；

黃庭堅為翠岩可真、雲居元佑、大沩慕喆、翠岩文悦、福州西禪邏老諸禪師作序；

張商英撰寫《護法論》、《金剛四十二分說》、《法華經合論》等，司馬光論時

風「近來朝野客，無坐不談禪」。明代朱時恩編輯《居士分燈錄》，七十二中，

宋代大有其人，足見士大夫與佛教的關係及往來之密切。更有甚者，在支持佛教

發展的文化政策下，兩宋皇帝中有不少人撰寫文章或詩歌贊頌佛教，甚至注釋佛

經，提倡三教一致。著名的有宋太宗著《妙覺集》，宋真宗著《崇釋論》、《御

制釋典法音集》、《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南宋孝宗撰《原道論》，

並注《圓覺經》等，對朝野儒者士大夫乃至帝王的影響是很大的。16官方的支持使

得朝野上下對於佛教的親近也是空前的。 

三、崇佛與反佛的共存 

（一）士大夫推崇佛教 

    佛教傳入中國，隨著佛教與中國文化的不斷摩擦、融合發展，時至宋代「三

教合一」的論調不斷被強化，或許對於宋代的普通民眾而言，佛教是一種常態的

存在，是文化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士大夫亦不例外。 

 1.習業山林 

    自唐代科举兴盛，文人士子对读书之所别有讲究。山林寺院，环境清幽，受

世俗干扰较少，极有利于静心修学，因此，寄读山林寺院深受文人士子的青睐。 

    嚴更旺先生層考察了唐人習業山林的風尚，遍佈各大名山寺院。隨著宋代統

一局面的逐漸穩定，大力推行的佑文政策使得「文官政治」成為宋代的基本的制

度安排。科舉取士的數量和穩定性較唐代都有所提高，因此，文人士子普遍選擇

寺院寄讀，讀書於山林寺院的風氣極盛。 

    左福生先生在對宋人寺院讀書風尚所做的歷史考察中，指出宋人選擇寺院讀

書抱有應試和非應試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而前者所佔居多數，在《宋史》中記

載「黃灝，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強記，肄業荊山僧捨三年，入太學，擢

進士第。」17又見「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雁蕩山中僧寺，年三

                                                
16

 楊曾文，《宋元禪宗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06 年。 
17

 《宋史》卷四三 0，〈列傳〉第 189，「道學」四，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5%AE%8B%E5%8F%B2/%E5%8D%B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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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以淳佑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18即習業僧舍後入於太學而中；

也有潛身寺院，屏絕人事，習業幾載後一出應試即登第者，如： 

 

通奉大夫吳公，自幼孤立，介特不群，家之有無，一切置之不問。尚厭城

市喧嘩之煩，不能一意於學，即風穴山白雲寺之後，鑿石為庵以居。屏絕

人事，沈酣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以日繼夕，孜孜不倦。庵室隘陋，僅能

容膝，日惟反關，若逃空谷。其僧徒雖久處於寺者，或不獲識公之面。既

閱歲年，藝業精貫，隱然名世之大儒也。一出應試，即登上第。19 

而經過山林沈潛讀書而進士及第，則進入士大夫階層而參與宋代政治治理，而習

業山林的讀書經歷使得士大夫個人接觸僧人、熟悉寺院生活、更有甚者對佛教經

典、義理頗有研究，因此他們與佛教的關係尤為特殊。 

2.寺院的文化、教育功能 

    宋初八十餘年間，官學沒有任何新的發展，中央已無二館六學之盛，只勉強

維持國子監與太學，大唐時代建立的州縣鄉黨之學等一整套地方學校教育制度始

終沒有恢復，而處於一種基本癱瘓狀態。20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所描述的

情形，所謂「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捨以為

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美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

21顯然，在文人受到國家權力青睞之際，寺院之於士大夫，發揮著學校的功能，此

為士大夫所樂道之處。 

顯然佛教為中國文化所接受並非單以哲學義理一種面貌，事實上，在佛教史

書寫中我們能看到儀式、制度、物質乃至社會等，而不同面向為人們所接受的程

                                                
18

 《宋史》卷四 0 五，〈列傳〉第 164，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5%AE%8B%E5%8F%B2/%E5%8D%B7405. 
19〈方輿彙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卷四八六，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6%AC%BD%E5%AE%9A%E5%8F%A4%E4%BB%8A%E5%9C

%96%E6%9B%B8%E9%9B%86%E6%88%90/%E6%96%B9%E8%BC%BF%E5%BD%99%E7%B7%

A8/%E8%81%B7%E6%96%B9%E5%85%B8/%E7%AC%AC0486%E5%8D%B7 
20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後周記」記載，宋初忙於戰事，無暇顧及教育，僅在後周繼承一

所國子監，建隆三年（962）恢復國子監教學，然校舍雖在，生徒至寡。宋祁探訪國學, 看到學校

蕭條的景象, 無奈地詠道：「直舍沈沈掩迥廊，古壇槐柳對蒼涼。一囊有客愁饑死，三尺無人問嚎

長。膜據稿梧真用拙，束歸高閣分深藏。日斜廣陌驅歸鞍，更似答警作漫郎。」中國哲學書電子

化計劃。 
21

 朱熹：《石鼓書院記》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6%84%9B%E6%97%A5%E9%BD%8B%E5%8F%A2%E6%8A%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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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同，就佛教的實用面而言，佛教寺院的興盛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士大夫實現政

治理想的的產物。 

（二）士大夫排佛 

    唐中後以來的儒學復興，儒者需先破他者以重新樹立其「自我」正統形象，

在與他者的交互作用下而確立了自我身分。尤其佛道盛行，首當其衝成為被排斥

的對象。然而二者被排斥的理由並不相同，正如上文所說，作為外來文化的佛教，

其型態涉及到歷史與敘事、義理與哲學、規則與戒律等精神型態也包含了組織與

制度、儀軌與儀式、物質文化和·····等物質維度，因此儒者、士大夫排佛的面向也

呈現多角度多層次的特點。 

    許理和先生將公元四世紀及五世紀初士大夫反對僧權的理由分為了以下四類：

(1)僧人的活動以各種方式危害政府的權威，危機國家的穩定和繁榮；(2)寺院生活

並不能給這個俗世帶來任何具體的成效，因此是無用的和沒有生產價值的。(3)佛

教是一種「胡」教，適合於未開化的外國人的需要。在以前的盛世記載中沒有提

及佛教，古代聖人既不知道也不需要佛教。目前對於宋代士大夫與佛教這一主題

的研究成果可為豐富，有學者認為宋代士大夫反佛與僧人作出回應成為宋代思想

發展的政要特徵。22 (4)寺院生活意味著有損於注重社會生活行為的聖訓，因此是

反社會的和極不道德的。23 

    儘管勢殊事異，宋代士大夫這一群體在國家制度建設中以及文化象徵意義都

有著其獨特性，但是我們仍然可以以此作為參考來考察北宋士大夫排佛的原因。 

1.排佛的類型 

    韓毅的博士論文《宋代僧人與儒學研究》北宋前期儒家的反佛主要原因是：

禮儀風俗、夷夏之辯、儒家倫理以及佛教對於國家財力的危害等方面，其中很多

論點多承襲前人之論，在理論上沒有多大創新，屬於外向型反佛。北宋前期儒家

学派的排佛论者，如柳开、田锡、王禹偁等人 , 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继承了隋唐以

来的排佛思潮，其中韩愈作为中唐排斥佛教、复兴儒学的旗手，更是受到高度赞

赏。就北宋前期儒家排佛论内涵分析，主要是从道统、功利、伦理几个层面展开

的 , 在理论上没有作出超越前代的新建树 , 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22

 韓毅：〈宋代僧人與儒學研究〉，河北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頁 12。 
23

 【荷】許理和著，李四龍等譯：《佛教征服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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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學案》記載「慶曆之際，學統四起」，宋初三先生即孫復、胡瑗、石

介，為北宋中期儒學復興的代表人物。《宋史》記載：「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

諸生過之。」24可見三先生之中，胡瑗的貢獻以講學為主，孫復則以經學見長，至

於石介，則為孫復之弟子，以排佛衛道自任，對於儒家學說較少發明。25 

    石介在《怪說》一文中說道： 

 

老觀佛寺遍滿天下，可怪也。······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

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遠裔，

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其為怪。既不能禳除之，又

崇奉焉······釋老之為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

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不生吁？26 

    在《怪說》下又說道：「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之道, 萬世常

行, 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 

    考察北宋士大夫為復興儒學而對佛學進行多元批判，雷家聖以為石介的排佛

之說，無法深入比較中國之教與佛老之說的優劣，使人相信中國之教勝於佛老之

說；若其論調流於謾罵詆毀，只因為佛老是「四夷之教」便不應該 行於中國，此

一說法, 實難服人之心。27事實上，儒者自身也不斷反思反佛立論的合理性，南宋

葉適批評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於褊蕩太過之詞」。清代全祖望也批評石

介「析理有未精者」。28 

    田錫對於太宗耗費巨資興建寺院身懷不滿，上表控訴寺院耗費民膏民脂；王

禹偁在《三諫書序》中，尖銳指出「以齊民頗耗，佛教彌興，蘭若過多，緇徒孔

熾，蠢人害政，莫甚余斯。」29 

    曾鞏也同樣指出「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唯有「復農於田，復

士於學，復官於職，復兵於耕，復佛老於無，以正民之業」，關於如何「復佛老

                                                
24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傳〉第一百九十一「儒林」二，〈孫復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25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列傳〉第一百九十一「儒林」二「石介傳」「介為文有氣，嘗患文章之

弊，佛、老為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為。」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

劃。此外專門研究見雷家聖，〈北宋前期、中期儒學的多元發展 －以柳開道統說與孫復尊王論為

例〉，《中國史研究》第 76 輯，2012 年 2 月，頁 37-68。 
26
 北宋·石介著，陳植鍔點校，《徂徠石先生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 7 月。 

27
 雷家聖，〈北宋前期、中期儒學的多元發展：以柳開道統說與孫復尊王論為例〉，《中國史研究》，

第 76 輯，2012 年 2 月，頁 37-68。 
28
 《宋元學案》卷二｛泰山學案｝，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29
 宋·王禹偁：《王黃州小畜集》卷十九，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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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他甚至舉唐武宗滅佛之可行性，「一朝去之，受冠帶而為民者及五十萬」。

30可見身為士大夫，在國家與人民的現實利益面前，對於佛教、寺院造成為社會問

題絕不姑息。 

    士大夫們不僅關注佛教在宏觀上的所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微觀上作為一

種外來文化其不斷士大夫思想的侵蝕和社會風氣的敗壞，也深感憂慮，也提出了

相當嚴苛的措施。朱廣庭《上哲宗乞戒約士大夫傳異端之學》「今月二十日相國

寺有一坤長老者，開歡謚法，士大夫奔走其門墻，環拜於座下者宦眾，當聖朝尊

尚儒術之際，而士大夫不嘉目重，敗壞如此，可不懲之乎？」希望皇帝下詔，強

行整頓此風「士大夫以至庶民之家，今後亦不得令婦女入寺門，明立之禁，庶幾

可以熄邪說」。31 

    由此可見，宋代初期的反佛排佛是針對「組織與制度層面」的佛教即寺院，

是針對社會現實問題並力圖解決社會問題而展開的反佛。 

2.反佛的多元訴求 

    有學者認為北宋儒學的發展以「古文運動」為第一階段，成熟於慶歷時期。

這一時期以「回向三代」的「外王」理想為主導觀念，並成為士大夫的共識。「熙

寧變法」為第二階段，以王安石新學為主流，此時士大夫開始在三代的理想號召

下提出對於政治社會文化的大規模革新的要求，促成了神宗「熙寧變法」。32北宋

至中期，宋初所呈現的制度優勢逐漸減弱，開始陷入冗兵、冗官和冗費的局面，

國家財政緊張，從功利的角度排佛成為共識，在「外王」領域反對佛教則成為必

然之舉，解決佛教組織、經濟上的過度發展以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面對北宋並

存在政權，中華文化的存在危機始終存在，收復儒學在這領域的失地，扭轉唐代

以來佛、道佔據政治、經濟乃至思想的地位。然而反佛與崇佛並非二元對立，在

反對中有肯定，在個人信仰休養上的崇佛。並且隨著變法的失敗，改革派與保守

派之間黨爭愈演愈烈，儒者復興儒學的實踐開始內化，這也正是第三階段，理學

家的出現，從思想義理層面駁斥佛教，從而確立儒家的哲學體系。 

    北宋後期道學興起，要求社會改革以道德性命之學為基礎，明則反對佛教，

其實是對其深入的消化吸收以此補足儒學在哲學體系上所存在的缺陷，宋代「文

                                                
30
 宋·曾鞏：《曾鞏集》卷十五，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31
 會通館校正《宋諸臣奏議 》卷 84，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32
 邵佳德：〈宋代理学家排佛思想初探〉，《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卷 31，2009 年 4 月。 

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87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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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僧侶化，僧侶文人化」的傾向性已經得到學者們一致認同。第三階段為道學興

起，道學。這三個階段並非截然相分，而是有所重合，則自不待言。 

    從佛教作為一宗教的不同面向，反對佛教的不同階段，以及士大夫個人的多

重追求和需求等不同角度來看，士大夫對待佛教的的態度不斷發生變化。就單個

人生命的不同階段，佛教則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歐陽修對此記載「當世知名士，

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往往如此，可勝

嘆哉。」33則較為客觀地描述了士大夫之於佛教的微妙關係。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

石，作為神宗為解決內外交困所推行的新政的主要推行者，對於佛教的態度也是

多面向的。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迫於財政壓力，於熙寧四年（1071）下詔關閉開

封府太平興國寺印經院並改為財務官三司使的官舍，元絳時由開封府尹昇為三司

使而暫住於此。34據日本學者小川貫式對藏經研究發現，福州版普寧藏每卷首依例

刻有三、四行的藏經題記，但是大般若經並無題記，卷末則刻有都勸省（勸募主）

主持慧空大師沖真與請主參知政事即是元絳。事實上，元絳系受王安石知遇之恩

與神宗之恩寵而被提拔為參知政事。王安石因政務需要斷然關閉印經院，而其同

僚元絳則為大藏經之請主，考慮到贊助印經事業絕非小事，元絳之舉大有可能受

到王安石改革派陣營的支持。35相關記載僅管並不詳細，但是可以確定的一點則是

王安石對於佛教事業的態度並非其作為政治身分所表現的單面向。可見士大夫之

與佛教的關係具有多個面向，深植於特定的時代之中，也貫穿在每一個士大夫的

生命歷程。 

四、「政統」與「道統」：士大夫與佛教的互動邏輯 

    閻步克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說到「文人角色與官僚角色分別都有了

相當分化，同時二者又緊密地融合為一種『士大夫』型態，並且達到了賴文森所

謂『最高文化價值與最高社會權力的輝煌的象徵性結合』。」36 

1.士大夫對佛教的理性界定 

    柳開曾在《重修孔子廟垣疏》寫道： 

                                                
33 《歐陽修集》卷七〈唐徐浩玄隱塔銘〉：「玄隱塔銘，徐浩撰並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

所託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圖老子以托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

屢志此言，蓋慮後世以余為惑於邪說者也。比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說。及老病畏死，

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晩者，往往如此也。可勝嘆哉！」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34 《宋史》卷 343「元絳傳」，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35

 小川貫式：《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大正大正藏解題（上）》第九章「崇寧萬歷藏與毘盧藏」，台

北：華宇出版，頁 54。 
36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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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入吾先師之宮，不覺涕下，用之者不知其力，反趋于異類乎？視其垣墉

圯毁，階廡狼籍，痛心釋氏之門壮如王室，吾先師之宫也，反如是哉？聞

斯言者，得不愧于心乎？37 

     

可見其對於釋盛儒衰的現狀痛心疾首之感；身為士大夫所承擔為天才開太平的政

治責任，李覯目睹社會的現實而言，富國的根本在財用，「禮以是舉，政以是成，

愛以是立，威以是行」，在其《富國策第五》中論述了佛教的十種危害，然而若

能祛除則有十種益處： 

     

緇黃存則其害有十，緇黃去則其利有十。男不知耕而農夫食之，女不知蠺而

織婦衣之，其害一也。男則曠，女則怨，上感陰陽，下長滛濫，其害二也。

幼不為黃，長不為丁，坐逃繇役，弗給公上，其害三也。俗不患貧而患不施，

不患惡而患不齋，民財以殫，國用以耗，其害四也。誘人子弟，以披以削，

親老莫養，家貧莫救，其害五也。不易之田樹藝之圃大，山澤藪跨據畧盡，

其害六也。營繕之功，歲月弗已，驅我貧民，奪我農時，其害七也。材木瓦

石，兼收並採，市價騰踊，民無室廬，其害八也。門堂之飭，器用之華，刻

畫丹漆，末作以熾，其害九也。惰農之子，避吏之猾，以佣以役，所至如歸，

其害十也。38 

    李覯認為勞動力和田地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而佛教寺院的發展已經嚴重

影響了國民整體經濟的秩序，另一方面，唐代前半期佛教依附權貴「不耕而食，

不織而衣」，已久為士大夫所詬病，安史之亂之後中央權力被地方取代，依賴於

國家支持的弘法路線已經走不通，百丈禪師繼承六祖惠能大師的「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而後開闢江南丘陵，提出「一日不作

一日不食」。百丈禪師首次將「普請制度」以清規的方式確定下來，39另謀佛教生

存大計，佛教經典散逸造成的佛教的危機卻因這一方式得以保存更極大的發展，

而後「劈柴擔水皆是禪」，佛教藉由禪宗而重煥生機。最終佛教在失去外在援助

的情況下而得以延續下去。過程中佛教與士大夫之間發生了互動與張力，可以說

是雙向的選擇。宋代佛教與士大夫的往來主要體現在，避開鬧市，經濟上自足自

立的禪宗與士大夫想像中的佛教印象保持較高程度的一致，也正是出於理性的功

                                                
37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881308. 
38

 宋·李覯撰：《旴江集》卷十五，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426283 
39
 《景德傳登錄》〈禪門規式〉，T51, no. 2076, pp. 250c27-251b3。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88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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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態度，士大夫也一定程度肯定佛教對於社會的積極意義，「逮宋有天下，兵革

既已息，禮樂刑政治世之器，既已完備，推愛民之心，以佛法之有益也。廣祠度

眾，不懈益勤」，40因此單就外王的層面上，士大夫對於佛教的理性態度，使得二

者始終保持相互監督又往來的關係，排佛反佛的同時，佛教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推

崇。 

2.崇佛與排佛的內在聯繫：大乘菩薩道 

    如前所述，宋代士大夫的反佛並不非「二元對立」非黑即白式的模式，唐末

五代以來儒學之所以示弱絕不是因為佛教的興盛，事實上是因為其自身的教條主

義和意識形態化，使得儒家失去了生命力；而相形之下，同時代的禪宗則表現的

較為鮮活的生命力。而對於宋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以及國家所面臨的內外問題，

佛教比儒家表現得更為敏感和主動。志磐禪師撰寫《大宋僧史略》，長蘆宗賾整

理唐代百丈禪師的《禪門規事》而編撰完成最早、最完整的清規《禪苑清規》，

隨後一系列清規的編撰等，一方面對外迎合宋代帝王樹立模範的需求，「拜現在

佛不拜未來佛」，另一方面對內則在佛教日益世俗化的同時加強自我約束和規範，

這佛教自處的內外微妙關係顯然早被士大夫們所發現。自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開始，宋代士大夫表現出的突出時代特性即強烈的社會責

任和使命。萊特（Arthur.F.Wright）曾指出儒者的「先後之辯」深受「大乘菩薩道」

的影響，41「先-後」的順序表現了菩薩先度人後度己的精神。如果說孟子倡「憂以

天下，樂以天下」和「與眾樂」源自儒者本分，而憂樂之間「先憂後樂」則是菩

薩救苦予樂的直接體現。王安石曾坦言儒學在漢代以來的處境和自己出任宰相深

受雪峰義存禪師的啟發。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於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子曾讀《遊俠傳》

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御哉？」（王安石）又曰：「成週三代之際，

聖人多生吾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

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

嘗為眾生，曰是什麼？」42 

 

                                                
40
 宋·李覯撰《旴江集》卷十五，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41
 Arthur F. Wright:Bhuddism in Chinese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93.轉引余英時：《士

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440。 
42

 惠洪：《冷齋夜話》卷十，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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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時先生層考察這一段對話的真實性，朱世英本係王安石同鄉，稍微年長

於惠洪禪師，而於王安石晚年從遊金陵定林寺，也可以根據《石門文字禪》可以

看出朱世英與惠洪關係甚密。43因此上述這一段話的記載有其可信性。王安石認為

漢以下聖人多處於佛門，而自己亦因雪峰義存「為眾生」的一句話「嘗為眾生作

什麼」而出任宰相。 

    對於王安石所作評述的依據我們姑且不去追溯，但是有一點是非常明顯的，

宋代以來佛教自理論與實踐上，不斷打破入世與出世、儒釋道三教、廟堂之高與

江湖之遠的界線，「事父事君」所引發的佛教積極入世大放異彩，對社會產生了

極大的影響，身負重任的士大夫對此尤為重視。范仲淹、王安石等先後發起的變

法革新，救苦救難的菩薩「獻身」精神受到士大夫的重視。 

    另一個層面，菩薩的度己度人的自我犧牲精神之外，則是平等精神。「家家

觀世音，戶戶彌勒佛」，透露的是佛教在民間信仰市場所佔據的優勢。中國儒家

講究秩序與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形之下，佛教的平等觀念更容易深入

人心。士大夫，一方面出身於士農工商四民，貴為首，另一方面是中國官僚系統

的基本單位，與普通民眾有著密切聯繫，即深諳維護貴族利益、安撫民眾的權術，

又以制民之產作為政治理想。如何推行王道，應得民心，佛教的菩薩普利眾生的

平等精神則提供了另一個借鑑學習的面相。這一方面在范仲淹慶曆新政和王安石

熙寧變法的具體措施中可以看到其干冒觸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為普通民眾謀取

利益的傾向性。 

    就政治權力的實踐途徑而言，佛教在士大夫個人的道業與權力之間的轉換過

程中佔據怎麼樣的位置？佛教成就了士大夫的人格追求和政治理想的樹立，而在

「道統與政統之間」，士大夫實現其抱負和追求又不得不鐵面無私。或許對於他

們而言，修己安人，復興儒學，確立正統，一以貫之從沒有動搖過，佛教的影響

是潛移默化的，更是根深蒂固的。 

   

五、尾語 

    作為異質文化的佛教，在義理、儀式以及物質層面所帶給中國文化的影響是

深遠而廣泛的。而衛道士自居的諸士大夫對佛教的推崇或者排斥，甚至既推崇又

                                                
43

 余英時：〈中國近世倫理與宗教精神〉，見氏著《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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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似乎矛盾的態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儒學的處境。而對於

此，僧眾作何反應呢？學者韓毅以志磐為例，其以一名歷史學家的眼光，不僅觀

察到宋代佛教所遇到的機遇，而同時也意識到歷史上任何一種學說、理論及其思

想久生弊端的情況，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儒、佛、道三教在各自發展的過

程中，都存在著弊端，儒家一概斥佛，是一種狹隘認識論的體現。44在《法運通塞

志十七之十四》中，志磐認為：「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如禹、湯，而有

桀、紂；相天下如周、召，而有斯、莽；道本老、莊，而有歸真、靈素；釋本能

仁而有清覺、子元、信；三教，皆有其弊也。」45的確，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來論

說，志磐的認識要比同時期的儒家客觀得多。實際上，從宋儒反佛的歷史來看，

宋儒顯然並不高明，揭別人的短處，對自己在歷史上的遭遇和不光彩處，卻諱莫

能言。對此，志磐在《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二》中勸誡儒家，佛學之厄與儒學之厄

的命運是相同的，希望儒家再不要以反佛為是。46 

    相形之下，北宋士大夫對於佛教的態度則顯得有些偏激，認知上也略顯膚淺。

但是每個時代各有其使命，也唯有回到那個時代，對士大夫這一群體的身分做一

番瞭解，其排佛與佞佛並有這一看似矛盾的態度其背後的邏輯確實清晰可見。 

    本文只初步討論就北宋士大夫這一身二任的社會身分下的與佛教的關係，尚

有諸多問題未涉及，至於士大夫在政治改革和儒學理論上的建構，尚有深入探討

的空間。而就東西文化不同視角來看，現在的「知識分子」話語產生於西方，在

西方文明演進過程中，歐洲知識與權力之間的共構關係是如何進行的？宗教又扮

演什麼樣的角色？宗教對知識分子參與權力具有什麼樣的影響力？余英時先生在

其作品《士與中國文化》中有相關論述，待更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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